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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4]Abstract: Given the limited research on regional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a 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synergistic interactions among innovation elements influence regional green innovation levels. Building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it develops 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to evaluate the dynamics of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s among innovation elements.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four distinct configuration pathways driving high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re identified, including: the“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innovation resources-environmental policy”driven-model with the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green innovation elements as the core; the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innovation resources-natural environment pressure”driven-type centered on the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among green innovation elements; the“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environmental policy”driven-type centered on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the“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natural environment”driven-type centered on interactive cooperation.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interactive collaboration among green innovation elements is a core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high regional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onsistency score > 0.9).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proposes that regions should establish a green innovation ecosystem mechanism centered on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green innovation elements”, and align with their unique resource endowment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adaptation to local conditions, levera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compensating weaknesses through collabor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high regional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via differentiated configuration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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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坚持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然而，由于外部环境的激烈竞争、较长的投资回报周期以及较高的融资成本，企业往往难以独立完成绿色创新，需要与政府、科研院所、大学、中介机构、供应商、用户等创新主体紧密互动合作，从单打独斗转向多主体协同，从市场竞争转向生态共生，即绿色创新范式需要从传统线性创新向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转变。绿色创新生态系统是以提升绿色创新能力为目标，创新主体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通过创新要素流动联结而形成的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复杂系统。它是由绿色创新核心实体、辅助实体、支撑环境和系统边界四部分组成[1]，是调和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效手段[2]，能够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产生关键作用[3]，对创新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近些年学者们在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内涵、特征、演化机制、各类评价等展开丰富研究时，但曾经纬等[2]认为这些研究大多未将绿色发展思想融入创新生态系统中。已有的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多数成果侧重于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演化和驱动机制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如Schiederg等[4]提出核心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新趋势是绿色创新生态系统；曲薪池等[3]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展开研究，并提出其受到政府规制与参与主体决策的影响；Zou等[5]更进一步地运用演化博弈论构建了以核心企业为主导、上下游企业为参与者的企业绿色创新生态系统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发现核心企业适用于上下游企业的主动引领型、协同共生型、压力传导型和机会主义规避型4种战略类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曾经纬等[2]则发现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驱动因素包括共生竞合与跨界整合、用户交互与快速响应、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匹配效应以及环境的规制与市场导向；Yang等[6]运用博弈理论对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少数学者从更微观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等层面出发，如Ma等[1]以比亚迪为例，从创新生态关系视角探讨核心企业绿色创新的演化路径和特征；Jiang等[7]以城市为例，研究了绿色建筑产业的发展及其与创新生态系统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研究高绿色创新绩效的实现路径，如邓晓辉等[8]基于五螺旋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设置多个子系统，包括研发创新子系统、产业运营子系统、社会参与子系统、政策驱动子系统、自然环境子系统，采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探讨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然而，其组态分析前因变量的设置更侧重考量上述5个子系统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忽略了各系统间的互动协同效用。
通过梳理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发现，一是从组态视角出发研究高绿色创新水平的成果依然较少。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是复杂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大多研究仍然集中在单一影响因素，忽略了影响绿色创新水平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内在机制，而组态方法能够挖掘多种创新要素相互作用而成的具有等效性的组态路径，但目前该类成果较少。二是缺少侧重考察各绿色创新要素间的互动协作效用的组态分析。虽然已有成果采用组态方法分析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路径，但忽略了各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协同影响，而绿色创新系统是一个需要创新主体间不断开展交互作用，并与外部绿色创新环境产生一定反应[9]，促使创新主体共同向新状态发展的复杂系统[10]，其中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才是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关键。因此，各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同效果是考察重点。
[bookmark: _Hlk125371393]对此，纳入对多元绿色创新要素互动协同效用的考量，从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内涵出发构建绿色创新水平的组态分析框架模型，同时结合中国省级层面的统计数据，基于组态视角采用模糊集定分析法探索不同区域高绿色创新水平的实现路径，提出不同区域的绿色创新调整原则和策略，以期为推动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理论模型构建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72]创新生态系统是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主体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形成协同创新的共存共生共荣的动态网络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包括以下3个层次。一是创新主体层。该层以企业为主导形成多重主体共生网络，涵盖核心主体、关键主体和支持型主体。二是创新环境层。该层通过多维环境要素的协同作用支撑创新主体层并驱动系统运行，主要包括技术环境、政策环境、文化环境、教育环境、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三是运行与演化机制层。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依赖于三大循环机制，即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11]。创新主体在循环中不断演化发展，这种演化既存在于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也存在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作用中，能够对技术替代速度发挥重要影响【表意不明】，可见创新生态系统强调创新要素间的互动协作。
[bookmark: OLE_LINK30]绿色创新生态系统是在传统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融入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以提升绿色创新水平、促进绿色创新涌现为目标，通过创新要素的流动联结而形成的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复杂系统[2]，是传统创新生态系统向绿色化、可持续化方向发展的范式延伸[12]。绿色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主体层的核心主体主要指绿色创新企业，关键主体主要是科研机构与高校，支持主体包括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用户等，各主体遵循“竞争-合作-共同进化”的生态法则，通过技术交易、知识溢出、人才流动、资金投入等创新资源构成价值交换的食物链网络。创新环境层也包括多维度环境要素，如技术环境（如绿色数字基建等）、政策环境（如环保制度等）、文化教育环境、经济环境等，同时考虑到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融入了环境理念，因此将自然环境要素纳入其中。另外，绿色创新生态系统与创新生态系统同样都强调多主体间的协作关系，该关系主要体现为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资源供给与流动、各类数据要素的传递与共享以及基于开放合作的价值共创，各类创新主体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中实现功能、角色、生态位的演化。基于上述理论，构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具体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

2  研究方法与变量筛选
2.1  研究方法
创新过程具有无边界和非线性等特征[13]，因而驱动创新的因素多样且复杂。这些因素有时会以相互矛盾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等效性的组态，即存在多条达成结果的替代路径[14]。杜运周等[14]指出，关注自变量与结果变量的平均净效应等传统方法无法较好地揭示创新现象的因果复杂性问题。从整体论视角看，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整合案例导向法和变量导向法的各自优点，能够解决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和因果不对称等问题。而该文研究的是影响绿色创新水平的各类因素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和组合配置关系，因此选择fsQCA法作为研究方法。
2.2  变量筛选
2.2.1  结果变量
在创新水平的组态分析中，学者们对结果变量的选择观点不一。例如，唐开翼等[15]直接采用专利授权数来衡量；张司飞等[16]则采用创新水平测算值测量。本文选择后者，源于只通过专利数量不能完全刻画创新水平，部分企业为获取政策福利虚报专利数据，且3种专利类型的创新价值差距较大，难以准确区分。
[bookmark: OLE_LINK1]对绿色创新水平的测量方法参考曲冠楠等[17]、陈劲等[18]学者提出的有意义的创新范式，该方式强调创新不仅要有经济意义，还要注重环境属性以及可持续发展性。据此，从经济意义、环境属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三方面综合衡量绿色创新水平。借鉴毕克新等[19]的做法，以“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绿色创新的经济意义；结合研究主题，本文对环境属性的测量更侧重自然环境质量的考察，考虑到有关研究主要采用单一的良好空气质量的天数来考察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的优劣是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因此参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从空气、水、噪声三大方面综合测算自然环境质量；在可持续发展性方面，则借鉴潘鑫等[20]的做法，采用绿色专利维持年数的总数指标衡量，其中绿色专利维持年数是指一件绿色专利因未缴纳专利年费而被终止的维持时间，该指标能够有效衡量企业绿色创新的可持续性。
另外，借鉴杜运周等[14]的做法，运用最大化处理法，将上述3项指标中的最大值赋值为 1，并把其他数据与最大值的比值相对数作为水平值。考虑到企业以盈利和长期运行为根本要求，参考邓晓辉[8]的做法，赋予衡量经济意义和可持续发展性的指标均为相对较大的权重40%，赋予衡量环境属性的指标权重为20%。通过上述比例将3组数据加权平均获得绿色创新水平，该水平值处在[0,1]之间，越接近于1，说明该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
2.2.2  前因变量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遵循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3层结构，构建绿色创新水平的组态分析前因变量。从创新主体层出发，借鉴李璐等[21]、李峰等[22]的思路，从群体资源和资金资源两个维度设置分别设置创新主体聚集度和创新主体研发资本作为前因变量，其中创新主体聚集度反映区域提供的创新群体资源能力【表意不明。是想说创新群体资源还是资源聚集能力？】，创新主体研发资本反映各主体的创新资金资源能力【表意不明。缺少谓语】。从创新环境层出发，考虑到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重要性以及环境理念的融入，设置环境制度和自然环境两个前因变量。从运行与演化机制层出发，考虑到在系统运行与各主体演化进程中，产学研联盟、供应链协同等跨组织合作通过技术互补和资源共享加速了绿色技术发展，因此设置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作为前因变量（见图2）。
【图2中的“三层结构”删去】

[bookmark: OLE_LINK3]
图2 绿色创新水平组态分析的前因变量
（1） 创新主体的聚集度。创新主体的多样性能够促进不同背景、领域和机构之间的知识交流与互补，从而提升创新能力[23]。因此，绿色创新生态系统需要由各种承担不同角色的组织组成，且确保每种组织不仅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作用，还能与其他角色碰撞出更多信息【表意不明。信息如何通过“碰撞”得来？】，例如系统中不仅需要能够产出创新成果的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还需要能够提供资金投资、法律咨询、群体资源、用户消费反馈、政府政策制度等中介服务机构；不仅需要大型企业、平台类企业充当核心主体，还需要能够发挥联结作用的小微企业甚至是缝隙类企业，从而为创新提供持久性的活力与动力[24]。然而创新主体种类较多，三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强调，高校及科研机构、产业、政府三方主体的交叠才是创新系统的核心单元，是推动创新螺旋式上升的重要因素[25]，可见政府、高校及科研机构和产业在创新中具有主体地位。据此，选择各区域有研发活动的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以及政府作为主要创新主体。一定数量的创新主体通过聚集形成更高一层的组织形态，如产学研合作联盟、产业集团、区域绿色创新平台等[26]，从而提升协同网络的密度[27]，促进知识溢出、技术扩散以及创新产出。因此，借鉴孙丽文等[28]、李峰等[22]的做法，采用有研发活动的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数量反映绿色创新主体的聚集度。
（2）创新主体的研发资本。研发资本的投入能助力获取科研人才、购置设备，是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最直接支持，其对创新能力呈显著非线性的影响[15]。如李万等[29]基于CD生产函数模型研究发现，研发经费投入能通过提升创新资源利用效率驱动创新产出；郑述招等[30]以珠海市为研究案例发现，高校的研发投入通过知识溢出和人才输送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陈庆江[31]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Tobit两阶段模型考察政府科技投入、企业研发支出之间的交互作用发现，政府科技投入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水平。可见，不同绿色创新主体的研发投入能够以不同方式从不同程度上促进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因此，从创新资本来源角度，以有研发活动的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以及政府的财政支出投入测度创新主体的研发资本。
[bookmark: OLE_LINK35]（3）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在绿色创新生态系统中，多个绿色创新主体通过在知识、信息、物质、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上进行互动协作促进创新主体的发展，这种互动协作关系成为激发创新的关键[32]。毕克新等[33]提出官产学研合作不足是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主要障碍；刘丹[34]也认为企业无法单独应对复杂创新需求，产学研合作可以通过共享资源（如互补技术、人才培训等）降低研发成本与风险，加速创新进程；杜勇宏[25]则更进一步地提出产学研合作打通了知识从研发到应用的链条，促进知识流动，从而弥补单一主体的创新局限。因此，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是必要的。借鉴辛冲等[35]的做法，从企业与企业间的互动协作、企业与高校间的互动协作、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协作3个方面全面反映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水平；同时，采用刘家树等[36]的思路，采用不同主体间的合作项目数来量化这种互动协作效用。
（4）制度环境【环境制度还是制度环境？两者侧重点不一致】。各类创新环境是生态系统的动力机制【何意？想表达“创新环境是系统持续进步的动力来源？”】，是开展创新活动的有力保障[37]，决定了资源能否被高效配置和持续激活。一方面，杨朝均等[38]、Chakraborty等[39]认为，环境规制通过促使企业加大与环境相关的研发投入，从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是导致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缺主语】。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衡量环境制度【采用这两个变量来测量的原因是什么？是借鉴前面两篇文献吗？需交代清楚】。同时，王蓉娟等[40]的研究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绿色创新【表意不明，是对绿色创新的哪方面有影响？】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加入专利侵权纠纷年度累计裁决案件数指标来测度环保制度。
（5）自然环境。从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环境要素来看，自然环境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环境的倒逼压力和激励动力促使创新生态系统产生良性循环，最终发生自发性绿色创新[41]。五螺旋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也认为对自然环境要素的考量契合绿色创新的本质[8]，故增加对自然环境考察绿色创新环境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选取人均水资源量、森林覆盖率、湿地面积与辖区面积比值作为自然环境质量的测量指标。
综上，探讨创新主体聚集度、创新主体研发资本【这两点在图中不太明显，请调整完善图中内容】、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协作、环境制度、自然环境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具体作用机制见图3。


图3  5个前因变量对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
注：图中虚线框表示前因变量，实线框表示结果变量。
2.3  样本与数据来源
[bookmark: OLE_LINK10]由于2020年前企业创新以技术研发【此处的技术研发和下文的“开放协同创新”不构成一个转折的关系。开放协同创新不也是为了开展技术研发吗？】为主，2020年开始因新冠疫情的倒逼，企业、政府和社会加速数字化转型，转向开放协同创新模式【疫情前也是鼓励开放协同创新呀。选取研究期间的原因不成立】，因此，该年数据能够更容易捕捉到各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同数据，这与本文揭示创新主体间互动协作对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作用的目标相契合。故以2020年度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有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通信产业统计年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对于无法获得的数据，依照《中国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评价》课题组等[42]的做法，通过各省份对全国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乘以相关指标的全国总量的方法补全。
3  数据分析及结果
3.1  数据处理
首先借鉴邓晓辉等[8]的做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正向标准化处理数据。其次利用熵值法确定二级指标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计算第个指标下第个评价对象的比重。
                                   （1）
式（1）中：为第个评价对象的第个指标的原始值；为评价对象的个数。
其次，计算第个指标的熵值。
【式（2）中的pij为什么下标？另外若pij等于0，ln pij无意义。如何处理数据避免此种情况发生？】
                             （2）
[bookmark: OLE_LINK53]式（2）中，当=0。
再次，计算第个指标的差异系数。
[bookmark: OLE_LINK6]                                    （3）
式（3）中，值越大，说明该指标的信息熵越小，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评价作用就越大。
最后，计算第个指标的权重。
                                 （4）
式（4）中，为指标总数。
通过熵权法获得各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各指标权重相加应该为1，请修改】
表1  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各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信息熵值
	信息效用值
	权重

	
绿色创新主体
聚集度
	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量
	0.781
	0.219
	0.064

	
	高校数量
	0.952
	0.048
	0.014

	
	科研机构数量
	0.689
	0.311
	0.090

	
创新主体的研发资本
	具有研发活动企业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
	0.830 
	0.169
	0.049

	
	高校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
	0.868
	0.132
	0.038

	
	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
	0.723
	0.277
	0.08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科技支出【“全文请统一表述方式”】
	0.840
	0.159
	0.046

	
互动协作关系【注意全文统一表述】
	技术交易额【在上文中没有提及这个指标】
	0.781
	0.219
	0.064

	
	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企业次数【在上文中没有提及这个指标】
	0.953
	0.047
	0.014

	
	校企合作数量
	0.802
	0.198
	0.057

	
环境制度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
	0.867
	0.133
	0.039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955
	0.045
	0.013

	
	专利侵权纠纷年度累计裁决案件
	0.660
	0.339
	0.099

	
自然环境
	人均水资源量
	0.482
	0.518
	0.150

	
	森林覆盖率
	0.934
	0.066
	0.019

	
	湿地面积与辖区面积比值
	0.436
	0.565
	0.164


3.2  变量校准
采用Fiss[43]提出的数据直接校准方法，设置连续数据的25%、50%、75%分位值作为完全不隶属点、交叉点、完全隶属点，将原始连续变量数据转换为0～1的模糊度数据，运用fsQCA3.0软件进行计算，校准结果见表3。
表3  变量的模糊集校准结果
	变量
	数据校准点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绿色创新水平
	0.168
	0.107 
	0.076

	创新主体研发资本
	0.207
	0.102 
	0.041

	[bookmark: OLE_LINK62]创新主体聚集度
	0.202
	0.112
	0.052

	[bookmark: OLE_LINK23]互动协作关系【注意全文统一表述】
	0.217
	0.113
	0.062

	环境制度
	0.188
	0.108
	0.063

	自然环境
	0.068
	0.053
	0.029


3.3  必要性分析
表4结果显示，前因变量的一致性水平最大为0.815，小于Ragin[44]、Schneide等[45]提出的一致性阈值0.9，说明绿色创新生态系统中的5个前因变量均不是绿色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为此，进一步对前因条件进行组态分析。
表4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前因变量
	绿色创新水平

	
	一致性
	覆盖度

	[bookmark: _Hlk127355244]创新主体的研发资本
	0.762
	0.775

	创新主体的聚集度
	0.744
	0.733

	互动协作关系
	0.815
	0.831

	环境制度
	0.722
	0.719

	自然环境
	0.525
	0.518


3.4  组态分析结果
[bookmark: OLE_LINK8]首先，按照案例频数至少保留75%的标准[46]，参照McKnight等[47]的研究，将案例频数设置为1。其次，按照一致性阈值不低于0.75的要求[48]，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5。最后，参照杜运周等[14]、Du 等[49]的研究，将PRI（降低不一致）【？】一致性的值设置为0.7，以便降低潜在的矛盾组态。如表5所示，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的条件组态有4种，其一致性均高于0.8，且总体覆盖度达到0.773。说明这4种组态可以作为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的充分条件，而且能够解释77.3%的原因。

表5  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的组态
	变量
	组态

	
	Y1
	Y2
	Y3
	Y4

	创新主体研发资本
	·
	·
	
	

	创新主体聚集度
	·
	·
	
	

	互动协作关系
	●
	●
	●
	●

	环境制度
	·
	
	·
	

	自然环境
	
	
	
	·

	一致性
	0.972 
	0.924 
	0.947
	0.833 

	原始覆盖度
	0.627
	0.498
	0.117
	0.127

	唯一覆盖度
	0.184
	0.057
	0.023 
	0.065

	总体一致性
	0.929

	总体覆盖度
	0.773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该条件可有可无。
[bookmark: _Hlk124360547][bookmark: _Hlk118708237][bookmark: _Hlk127355374][bookmark: _Hlk118904051][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_Hlk124333642]路径Y1：“互动协作关系-创新资源-环境制度”驱动型。该路径原为“互动协作关系-创新主体聚集度-创新主体研发资本-环境制度”驱动型，其中创新主体的聚集度体现了创新群体资源，创新主体的研发资本体现了创新资金资源，因此将创新主体的研发资本与聚集度指标统称为“创新资源”，且路径Y2也进行相同处理。该路径表明，绿色创新主体之间保持高效的互动协作关系，并辅以充足的创新群体资源与资金资源以及环境制度，便可以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其中，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水平是核心条件，同时该路径的一致性、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均高于其他3条路径，说明该路径在解释结果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稳健性和独立性，可视为核心驱动路径[50]【无须引用！】。该组态路径涉及的区域的自然环境压力较小（如浙江、广东、山东等），经济较发达且开放合作程度较高。一方面，这些区域与国内外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交流水平较高，其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能够促使知识、信息、物质、资金、技术等在系统内流动、扩散、整合，进而形成新的知识及创新源；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区域经济发达，开放合作程度较高，吸引了丰富的创新资源，而充足的创新主体是创新群落形成的基础，其数量规模与多样性水平影响了创新核心动力的强弱，雄厚的经济基础能够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稳固的资金支撑，有效缓解资金短缺对创新进程的制约【不通，跟前面的“丰富的创新资源”之间没有逻辑上的连贯性】[51]。此外，相对完善的环境制度既能够优化自然环境，发挥其正导向的自发性绿色创新，也可以通过政策规制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投入力度以及科研成果的经济转化率。对应该组态路径的浙江、山东、广东等东部沿海省份相对经济发达、开放合作程度较高，环境制度相对完善，这就意味着这些区域更易吸引大量多样化的创新主体以及研究经费，且易与国内、国际上的其他创新主体进行信息、技术、知识等方面的交流共享协作。【跟上文重复】因此，该路径涉及的省份可围绕绿色创新要素间的互动协作【创新主体互动协作？】这个关键环节，集聚创新资源，不断优化环境制度，探索出高质量的绿色创新发展路径。
[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_Hlk124333653]路径Y2：“互动协作关系-创新资源-自然环境压力”驱动型。该路径表明在自然环境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以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同作为核心条件，以充足的创新资源作为辅助条件，便能够实现该区域高绿色创新水平。有研究表明，自然环境较差对该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形成了较强的约束作用[52]，因此，自然环境较差的区域需要投入更多的创新资源来实现绿色创新，并在保持高创新资源投入的同时，充分提升各主要创新主体之间在信息、物质、知识、资金、政策、技术等要素上的交流共享及协作程度，奠定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的核心基础。对应该组态路径的案例有江苏、上海、北京、安徽等区域。这些区域开发较早，人口数量较多，自然环境压力较大，但这些区域的开放合作程度较高，一方面能够促进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提升协作水平；另一方面也能够较好地吸引研发人才。此外，上述区域高校和科研院校数量较多，创新主体较充足。因此，这些区域在丰富的创新资源的助力下，能够通过创新主体之间的高互动协作水平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目标。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_Hlk124333666]路径Y3：“互动协作关系-环境制度”驱动型。该路径表明，即使创新主体的研发资本较低，研发能力较弱，自然环境较差，但绿色创新主体之间保持着高效的互动与协作，并辅以良好的环境制度，便可以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该组态路径的实际案例为陕西。陕西在研发经费的投入上明显落后于东部省份，且具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科研机构数也相对较少，高校数量居中，可见陕西的创新资源整体拥有量并不高，且自然环境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然而，结合“技术市场交易额与校企合作数量”这两个指标的原始数据来看，陕西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在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效果突出，说明产学研的互动协作效用作为核心条件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这点也正验证了陕西近几年对重大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支持效果，如“秦创原”作为陕西省重点打造的科技创新驱动平台，创新驱动效果良好。截至2023年年底，该平台累计培育科技型企业超5 000家，转化科技成果3 000余项【数据来自哪里？以文献形式著录数据来源】。此外，陕西工业污染治理近几年取得了显著进展，其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从2018年的88.6%提高至2022年的95%左右，与广东浙江接近；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从2018年的62%提高至2022年的75%【数据来自哪里？以文献形式著录数据来源】。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_Hlk124333676]路径Y4：“互动协作关系-自然环境”驱动型。在该组态路径中，自然环境的维护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表意不明】，因此，在自然环境的助力下，只要绿色创新主体之间保持着高效互动协作，即使研发资本、研发能力和环境制度较弱，也可以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该组态路径的实例为海南。在该地区，绿色创新是其追求良好自然生态文明的主动决策，不再是自然环境压力下的被动选择，只要能够实现各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与协作，便能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
从上述4条路径不难发现，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每一条路径中。可见，对于高绿色创新水平而言，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交流、物质流动等互动协作是最关键的要素。
3.5  稳健性检验
采用张明等[53]推荐的集合论特定检验方法，通过调整一致性阈值应对参数设定带来的不稳定性，将一致性阈值从0.75调整为0.85，所得高绿色创新水平的组态路径为原模型高绿色创新水平组态路径的子集，各变量作用关系和角色与原有研究无异，总体一致性水平为0.912，无显著变化，表明研究结果可靠。
4  结论及实践启示
4.1  研究结论
[bookmark: _Hlk125367237][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67]第一，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是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的核心条件。这种协作通过知识共享、技术互补和资源整合机制形成多维度创新网络，能够显著降低绿色创新的不确定性并加速成果转化。
[bookmark: OLE_LINK33]第二，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的组态有4种，分别是互动协作关系-创新资源-环境制度驱动型、互动协作关系-创新资源-自然环境压力驱动型、互动协作关系-环境制度驱动型、互动协作关系-自然环境驱动型。通过对这4条组态路径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的组态路径差异明显。
4.2  实践启示
[bookmark: _Hlk124361536][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2]（1）发挥绿色创新主体之间互动协作关系的关键作用。从不同方面加强各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加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与协作，如搭建并完善行业级B2B平台，实现数据实时共享，同时制定行业技术标准，实现技术共享，吸引合作伙伴。加强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如由企业提供资金与需求，高校负责基础研究，明确知识产权共享比例后共建校企联合创新中心；或借鉴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州大学合办的新能源班经验，开设更多的高校“订单班”。提高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效果，如针对龙头企业及潜力企业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并采用数字化治理方式，整合企业信用、环保、能耗等数据实现精准服务，从而发挥产学研政的联动动力，驱动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从而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
[bookmark: _Hlk127353503][bookmark: OLE_LINK20]（2）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因地制宜原则。各区域可以基于不同的资源禀赋，通过不同的组态路径实现高绿色创新水平。如对于经济发达、开放合作程度高的区域可以实施“互动协助关系-创新资源-环境制度”路径，一方面利用相对充足的创新群体、创新经费等资源，通过创新主体之间的高水平协作调整资源分配与技术路线，推动系统向高绿色创新水平跃迁；另一方面加强自然环境的约束与反向推动力。二是扬长避短原则。各区域在制定绿色创新战略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资源，扬长避短。如对于山西、内蒙古等能源型区域，可以依托煤炭资源发展煤基清洁燃料技术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对于河南、黑龙江等农业大省，可以通过建立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园，吸引农机、生物农药企业等涉农企业和农业科研院所等主体聚集，推动绿色创新发展。而贵州可通过廉价电力加快建设绿色算力中心，承接东部地区的人工智能（AI）训练、区块链等高耗能计算需求，实现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三是取长补短原则。各区域绿色创新资源的地域差异为其合作创造了条件，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各有差异、优劣不同，未来可以通过加强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在绿色创新战略和策略上“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逐渐提高自身的绿色创新水平。
4.3  局限性和研究展望
（1）研究模型中未包含所有可能影响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因素，如绿色创新主体只选择了主要创新主体作为对象，而辅助创新主体并未纳入该系统中，未来可对此作进一步探究。
（2）所采用的数据获取方式为统计数据，存在二手数据的局限。未来采用组态视角研究影响区域绿色创新因素分析时，除了现有的统计年鉴、统计报告、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等渠道之外，还可以结合社会调查与访谈等多种手段获取更完善的数据，进一步提高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和时效性。

参考文献：
[bookmark: OLE_LINK13][1] MA H G, QIN H. ARMA analysis of the gr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of core enterprises under the ecosystem time series data[J].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Nonlinear Sciences, 2022, 7(2): 785-794.
[2]曾经纬,薛璐绮,李柏洲.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生成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 38(13):11-19.
[3]曲薪池,侯贵生,孙向彦.政府规制下企业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初始意愿差异化视角[J].系统工程,2019,37(6):1-12.
[4] SCHIEDERG T, TIETZE F, HERSTATT C. Green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 exploratory literature review[J]. R&D Management, 2010, 42(2): 180-192. 
[5] ZOU H,QIN H, HE D Y , et al. Research on an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ecosystem from the vulnerability perspective: evolutionary game and simulation[J]. IEEE Access, 2021, 9: 140809-140823. 
[6]YANG Z, CHEN H, DU L, et al. How does alliance-based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 foster cleantech innovation in a green innovation ecosystem?[J].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83(10): 1-17. 
[7] JIANG Y E, ZHENG W Y. Coupling mechanism of green building industry innovation ecosystem based on blockchain smart city[J].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307(20): 1-8. 
[8]邓晓辉,张航语,王惠.实现高绿色创新绩效的多元组态研究:基于五螺旋绿色创新生态系
统理论的定性比较分析:QCA[J].工业技术经济,2022,41(6):62-70. 
[9]孙静林,穆荣平,张超.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概念内涵、行为模式与动力机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0(2):1-10. 
[10] AUTIO E, THOMAS L. Innovation Ecosystems: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 [M]. Oxford: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4:1-32.
[11]欧忠辉,朱祖平,夏敏,等.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模型及仿真研究[J].科研管理,2017,38(12):49-57.
[12] ANTONIOLI D, MAZZANTI M.Towards a-green economy through innovations:The roleof trade union involvement［J］.Ecological E-conomics,2017,131:286-299.
[13]FISHER G. Effectuation, causation and bricolage: a behavioral comparison of emerging theories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2, 36(5): 1019 -1051. 
[14]杜运周,马鸿佳.复杂性背景下的创新创业研究：基于QCA方法[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2,34(03):1-9.
[15]唐开翼,欧阳娟,甄杰,等.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如何驱动创新绩效?:基于31个省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42(07):53-72.
[16]张司飞,王琦.“同归殊途”区域创新发展路径的探索性研究:基于创新系统共生体理论框架的组态分析[J].科学学研究,2021,39(2):233-243,374.
[17]曲冠楠,陈劲,梅亮.有意义的创新:基于复杂系统视角的交互耦合框架[J]. 科学学研究,2020,38(11):2058-2067.
[18]陈劲,曲冠楠. 有意义的创新:引领新时代哲学与人文精神复兴的创新范式[J]. 技术经济,2018,37(7):1-9.
[19]毕克新,杨朝均,黄平.中国绿色工艺创新绩效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10): 57-69.
[20]潘鑫,陈轩瑾.有意义的绿色创新:基于战略三脚架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2,43(6):3-16.
[21]李璐,张怀英.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驱动模式及其内在机制:基于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视角[J].改革,2024(4):93-107.
[22]李峰,庞玉萍,金萍.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适宜度实证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7,33(9):121-126.
[23]赵胜超,曾德明,罗侦.产学研科学与技术合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数量与质量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0,41(1):33-48.
[24]刘静,解茹玉.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差异、根源与再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20):8-14.
[25]杜勇宏.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创新生态系统[J].中国流通经济,2015,29(1):91-99. 
[26]陆园园,薛镭.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企业创新网络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07(12): 76-80. 
[27]郭燕青,何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基于网络关系嵌入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22):134-140.
[28]孙丽文,李跃.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适宜度评价[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4):47-53.
[29]李万,常静,王敏杰,等.创新3.0与创新生态系统[J].科学学研究,2014,32(12):1761-1770.
[30]郑述招,吴琴.从知识产权看城市创新能力及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以珠海市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6,36(5):111-116,126. 
[31]陈庆江.政府科技投入能否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J].经济管理,2017,39(2):6-19.
[32]张贵,温科,宋新平,等.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35. 
[33]毕克新,付珊娜,田莹莹.低碳背景下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演化过程:创新系统功能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19):61-68.
[34]刘丹,衣东丰,王琳晴.企业家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6,36(07):37-42.
[35]辛冲,徐杨,吴怡雯. 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模式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研究_辛冲[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22,34(3):54-65.
[36]刘家树,石洪波,齐昕.创新链与资金链融合的路径研究:基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理论框架的组态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22,40(1):153-161.
[37]叶丹,黄庆华.区域创新环境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方法[J].宏观经济研究,2017,39(8):132-140.
[38]杨朝均,杨文珂,赵梓霖.中国区域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8,32(9):95-102.
[39] CHAKRABORTY P, CHATTERJEE C.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irectly induce upstream innovation? New evidence from India[J].Research Policy,2017,46(5):939-955.
[40]王蓉娟,吴建祖.环保约谈制度何以有效? 基于29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12):103-111．
[41]武学超.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要素构成及运行机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31(6):50-53．
[42]《中国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评价》课题组（2016）,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等.中国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评价: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0-68.
[43] FISS P C.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 (2): 393-420．
[44]RAGIN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90-100.
[45]SCHNEIDER C Q, WAGEMANN C.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143-162.
[46]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学报,
2019,16(9):1312-1323. 
[47]MCKNIGHT B, ZIETSMA C. Finding the threshold: a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 to optimal distinctivenes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8, 33(4): 493-512. 
[48]RAZMDOOST K, ALINAGHIAN L, LINDER C. New venture formation: a capability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9, 113: 290-302. 
[49] DU Y Z, KIM P H.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strategy configurations, complex environment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4: 272-285. 
[50]杜运周,李佳馨,刘秋辰,等.复杂动态视角下的组态理论与QCA方法: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J].管理世界,2021,37(03):180-197,12-13.
[51]王晓珍,刘珊,陈劲.何种区域创新环境组合能有效提升风电产业创新质量:基于fsQCA的组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5):57-65.
[52]陈诗一,陈登科.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研究,2018,53(2):20-34.
[53]张明,陈伟宏,蓝海林.中国企业“凭什么”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基于94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J].中国工业经济,2019(4):117-135.

[bookmark: OLE_LINK46]作者简介：刘静（1984－），通信作者，女，陕西西安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生态系统；解茹玉（1984－），女，陕西韩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宋安玲（1982－），女，湖北襄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

（责任编辑：叶伊倩）



经济环境
政策环境
文化环境
教育环境
自然环境
技术环境
创新主体层
创新环境层
运行与演化机制层
物质 
能量 
信息流动
运行与演化机制层

绿色创
新企业
高校
科研
院所
物质能量信息
物质能量信息
政府
用户
中介组织
金融机构
（物质/能量/信息流动）
（物质/能量/信息流动）
物质 
能量 
信息流动



image1.emf
经

济

环

境

文

化

环

境

创新主体层

创新环境层

运行与演化机制层

物质 

能量 

信息

流动

运行与演化机制层

绿色创

新企业

高

校

科

研

院

所

物质能量信息

物质能量信息

（物质/能量/信息流动）

（物质/能量/信息流动）

物质 

能量 

信息

流动


绿色创新主体


绿色创新环境


创新主体的聚集度
（群体资源）
创新主体的研发资本
（资金资源）
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
环境制度
自然环境
运行与演化机制


三层结构


组态分析前因变量


绿色创新生态系统



image2.emf
绿色创新主体

绿色创新环境

创新主体的聚集度

（群体资源）

创新主体的研发资本

（资金资源）

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

环境制度

自然环境

运行与演化机制

三层结构

组态分析前因变量

绿

色

创

新

生

态

系

统


企业
政府
科研
机构
高校
金融等
机构
提供创新
人才资源
知识、信息、技术的载体
互动
协同
环境
制度
企业
政府
科研
机构
研发经费、设备的获得者
企业
科研机构
高校
提供创新
资金资源

自然
环境
提供自然环境
压力和激励
提供强制和
激励推动力
提供强制和
激励推动力
提高
高校
绿色创新水平
互动
协同
互动
协同
互动
协同
提供自然环境
压力和激励



image3.emf
企业

政府

科研

机构

高校

金融等

机构

知识、信息、技术的载体

互动

协同

环境

制度

企业

政府

科研

机构

研发经费、设备的获得者

企业

科研机构 高校

自然

环境

提高

高校

绿色创

新水平

互动

协同

互动

协同

互动

协同


